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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镇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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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集中讨论了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关注古村镇的社会性热潮。在指出古村镇热潮的全球化、都

市化发展之大背景的同时，分析了古村镇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得以“再发现”的意义，以及古村镇之被

赋予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古村镇的热潮及其相关的社会文化动向，反映了都市居民对于“乡土中国”

的眷恋，意味着现当代中国社会对于“传统”的某种回归，以及对于文化“故乡”的重新认同。此外，

还对古村镇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中以及在旅游开发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指出了古

村镇同时也作为现代村镇可能会发生的变迁及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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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长达 30 年之久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当代中国，各种新的社会与文化动向

非常活跃而又层出不穷，所有这些动向既是已有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在当代中国社会逐渐积累起来

的结果，同时，也在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新发展与变迁的方向性。近年来

出现的关注古村落与古镇（以下简称“古村镇”）的社会性热潮，正是上述无数社会与文化新动

向中的一种。本文拟对古村镇热潮的大背景亦即都市化的发展，对古村镇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得以

被“再发现”的意义，对古村镇之被赋予的历史与文化价值等问题予以初步的述评。同时，还将

对古村镇在当前新农村建设运动及旅游开发中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探讨古村镇（同时也作

为现代村镇）正在发生的变迁及其机制。 

一、都市化与古村镇的“再发现” 

中国学术界对村落或乡镇的关注由来已久，这方面是以费孝通教授的“江村”研究最为著名

和最具影响力。学者们关注村落或乡镇，主要是因为村落或乡镇一向被视为中国社会之基层社区

的典型单元，因而对村落或乡镇进行深入探究，自然也就意味着对中国社会或文化之最基础的部

分进行解析。“乡土中国”的基层社区单位便是聚族而居的村落[1]。因此，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和当

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村落共同体”便往往很自然地成为研究者们最重要的观察对象[2-3]。 

尽管新兴的古村镇热未必和上述学术界的关注有多么直接的关联，但毫无疑问，学术界持续

性地调查与研究确实对这股热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约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先是在长江

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进而在全国各地均普遍地兴起了关注古镇和古村落的社会性热潮。古村落

与古镇的价值与魅力，事实上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地被全社会“重新发现”的过程。 

收稿日期：2009-06-23 

作者简介：周星(1957- )，男，陕西丹凤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人类学与民俗研究 



 

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第 22 卷第 5 期 4 

为数众多的艺术家和所谓“文化人”的“寻根”与“采风”实践、乡土建筑传统的价值逐渐

得到重新的评估、草根或民间民俗文化的陆续回潮与复活、与古村镇有关的书籍画册或出版物的

不断涌现[4-5]、各类大众媒体（包括新兴的网络媒体）持续不断地聚焦古村镇、地方乡土或古村镇

的风情纪录片的广泛流行、各级地方政府对“历史文化区”和“历史文化名村（镇）”的认定和

命名、全社会怀旧思潮与乡愁情绪的蔓延、古村镇“自助游”的异军突起（最近，更有大量图文

并茂的自助游手册或指南陆续问世）、新兴的城郊型“农家乐”与“田园行”观光模式的出现，

特别是近年来全国上下正在大力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运动，都和本文所谓古

村镇的“再发现”密切相关，说明有关古村镇的热潮确乎已是当代中国社会一个非常醒目、不容

忽视的文化发展趋势。但由于它的深刻影响远远地超越了学术界的边际，目前，我们尚很难给它

一个简单、明晰的定义。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和知识界逐渐形成了一个否定“传统文化”、把它看

作是“现代化”的阻碍、因此视其为革命对象的话语体系。甚至“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也

可被看作是这类以“传统”为革除对象的最为激进的又一轮社会实践。这个话语体系的影响非常

深远，至今余脉不断，如把以村落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认为它

是“沉重的”、“封闭的”和“狭隘的”，因而也是需要“变革”的[6]。但是，那些曾经给人以“封

建”、“落后”的印象，甚或作为“负面”价值的物质载体而成为“破四旧、立四新”之革命对象

的古村镇及其民间的各种乡土文化，如今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日甚一日地变成了不可多得的文

化财富，变成了抢救和保护的对象，变成了可供开发的资源、可供欣赏的景观和需要予以发扬光

大的传统，其间的转变即便说是天翻地覆也不为过。 

对于全国范围的古村镇热背后所涌动的多种社会因素和文化动向，我们还很难一下子就作出

详细的描述和精当的分析，但无疑，它确实是在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成功、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有日、

人民生活实现温饱和初步富足、人民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多[7]、市民社会的闲暇生活方式逐渐确

立[8]、全体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心空前高涨、全球化进程促使国际文化交流空前活跃等

一系列大背景下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围绕着古村镇热的社会动向与文化趋势，基本上可以用费孝

通教授所提示的“文化自觉”来概括①。换言之，当代中国社会对于古村镇之价值和魅力的全民

性的“再发现”，同时也可被看作是一个全民、全社会逐渐实践“文化自觉”之伟大过程的重要

侧面之一。“文化自觉”主要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拥有“自知之明”，明白和了

解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及其未来发展的趋向。“文化自觉”并不带有任何“复古”

之意，所谓“自知之明”主要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以便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

时代时自己文化的自主地位[9]。由于古村镇的“再发现”意味着中国社会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之

“根”即以村落、村镇为基础的“乡土社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重新认识，因此，从“文化自

觉”的角度去理解颇为合适。 

古村镇常被人们视为一种新兴的观光旅游“目的地”，这其中伴随着观光与旅游开发等表面

性、功利性以及经济性的动机。诸如“民族风情旅游村”、“民俗文化村寨”、“民俗旅游村”[10]、

“历史文化名镇（村）”、“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种各样以古村镇为基本资源、同时也以古村镇

为目的地的旅游开发项目层出不穷，它们确实为全社会关注古村镇的热潮增添了很多动机和动

                                                        
① 转引自: 周星. 文化自觉与古村镇的“再发现” [C] // 李友梅. 江村调查与新农村建设研究. 上海: 上海大学出

版社, 2006: 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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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我们可以从古村镇旅游的大规模开发热潮中，窥得当代中国因为经济变革和社会发展所带来

的种种新的文化动态。古村镇所在的基层地方政府，往往也把古村镇的开发看作是提升地方知名

度、增强地方竞争力、型塑和建构甚或突出强调地方经济和地方文化特色的重要路径。根据中国

村社发展促进会提供的最新调查数据，截至 2007 年 11 月，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亿元的行政村已超

过 8 000 个，在这些“亿元村”中，除了各具特色的种养业、生态村建设、农工商企业集团、城

郊型经济等之外，“古村文化开发”也被视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11]。此处所谓古村镇的文化开发，

最为常见的路径不外乎发展古村镇的旅游及相关服务性产业。显然，如果把旅游观光看作市民闲

暇时间增加之后一种普遍性的文化消费，那么，古村镇很自然地就成为此种文化消费的对象。 

在中国，大规模的都市化发展以及都市型生活方式的急速和大面积的普及，已是一个不争的

事实。虽然眼下仍有户籍制度、收入差距等城乡之间的壁垒存在，但在都市化进程中，很多传统

的乡村生活方式，至少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逐步走向了式微。乡镇企业的大规模

成长、小城镇建设的持续推进、城镇化的全面开花[12]，加上眼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的“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均已经和正在使全国各地的村落、乡镇的容貌日甚一日地发生着深刻的变

化[13]。例如，著名的华西村、向阳村、江村都可被看作是村镇传统风貌已不复存在的“现代化”

了的例子。那个曾经反映了中国社会之基本结构的乡土社会已初步趋于解体，它渐行渐远地离我

们而去。但是，在以“除旧布新”为基调的现代化经济建设中，那些尚存的传统生活方式的痕迹

和生活节奏从外部世界看来依旧悠然舒缓的古村镇，一方面，迅速地解体、凋敝和消失，日渐变

得稀缺；另一方面，其价值也开始逐渐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古村镇曾经负载或内涵的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自然分工、自给自足、自成体系）、深植

于中国农耕文明土壤的儒教式（农商、儒商、儒农）“耕读”文化的价值体系和理念、天人和谐

的人居空间与文化景观[14]、恬淡而平和的民居乡情和生活态度、与风水美学密切相关的田园环境

和乡村生活形态等，几乎被中国人淡忘殆尽的文化及其氛围和记忆最终是在中国社会日益走向都

市化这一大趋势的背景下，不断地被“重新”发现和确认，并不断地得到了各阶层有识之士与广

大民众的认同。有趣的是，此类“发现”常常需要来自慧眼识珠的“外人”视角的刺激，远的如

美国学者洛克对丽江的发现、德国建筑学家布鲁诺·塔伍特对日本“合掌式民居”的发现等，近

的如画家陈逸飞对周庄之“美”的发现、日本建筑学家青木正夫对陕西党家村民居“瑰宝”的发

现、湖南省文物局的“湖湘发现之旅”调查组不久前对新田县谈文溪村和龙秀村等古村落的发现

等[15-16]。眼下，此类发现或再发现似乎仍在中国各地持续不断地进行和深化之中。 

古村镇价值的“再发现”，从根本上重塑了民众以村镇为基础的日常生活传统的正面形象。

古村镇的魅力、价值以及它所代表的那个夕阳西下却又无限美好的乡土文化及其传统的生活方

式，也就日渐深受人们的流连与眷恋，并日益被视为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故土”或其流脉连

绵的源泉，进而成为依托历史文化传统、建设新的国民文化的基础性的依据。特别是在丽江（大

研镇）、平遥等古城镇和宏村、西递等古村落先后经国家申报被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后，

古村镇就被认为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一方面，在世俗的意义上，古村镇目前确实是正在日渐

成为观光客的文化消费对象，成为古村镇所在地方政府的“摇钱树”，成为都市市民或准市民们

缓解社会竞争压力、排遣焦虑心绪、获得精神慰籍、发思古之幽情、转换生活节奏和充电加油的

一种文化设施或社会装置；但在另一方面，在“文化自觉”和“文化传承”的意义上，古村镇既

是祖国传统文化的标本和基因库，也是乡土社会之历史记忆的载体，同时，它们还是“传统”与

“历史”有可能得以再生、再现与再体验的场所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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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农村建设与古村镇保护 

中国政府长期面临着严峻的“三农问题”，而新一轮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努力便是当

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致力于推进小城镇的发展和城市的规划与建

设事业，与此同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及一些地方政府共同为保护为数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

以及不久前刚被认定的“历史文化名村（镇）”发布了很多法规和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

明，关注和“重新”发现古村镇的社会文化运动，实际上是有国家行政的介入与推动，其背后更

深刻的原因体现了经济建设、现代化发展和保护传统文化遗产之间密切而又复杂的关联。截至目

前，业经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先后于 2003 年和 2005 年公布的两批共计 44 个历史文化名镇和 36

个历史文化名村，都是得到国家确认的；至于各级地方政府公布和列入其保护名录的历史文化名

村、名镇也还有很多[17]。应该说，它们都是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在认定历史文化名村（镇）时，设定了一些基本的条件。能够被认定为“历史文化名村

（镇）”的古村镇，通常均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历史文物古迹或传统文化，往往可以较为完整

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有的还保存有民国或以前时代建造的成

片的传统建筑群，并且整个社区的基本风貌也保存完好，被认为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

学价值。 

那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曾经对推动全国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在全国或某

个区域内有重要影响的；作为水陆路交通枢纽，并曾是闻名的客流、货流、物流的集散地的；历

史上曾有过重大的建设工程，对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或改善生态环境有重大效益，且

其效益延续至今的；在中国革命史上曾发生过重大的历史事件或曾经作为革命政权驻在地的；在

历史上曾有过抗击外来侵略或经历过改变战局之重大战役，或曾作为战役指挥机关之驻在地的；

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选址与规划布局的经典理论，或反映了中国经典的营造法式和精湛的建造技

艺，或能够较为集中地反映某一地区的特色风情及民族特色的传统建筑技术的古镇、古村，就可

获得认定。显然，“历史”是古村镇得以成立的基本依据，它们确实也大都拥有绵长深厚的历史

沉积和背景[18]。 

但本文所谓“古村落”，除上述被国家认定的“历史文化名村（镇）”之外，还可泛指那些为

数众多、虽尚未被政府认定、却同样在不同程度上具备了上述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村落与乡镇。笔

者认为，所谓历史与文化的价值不应仅限于它们之对于国家或某一区域而言，更重要的还应表现

为对于居住在古村镇里的社群居民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古村镇除了它对于某一时期、某一族群或

国家、地域的历史传统与文化风貌所具备的代表性意义之外，还有另外一层，亦即它对于该村镇

居民所具有的历史和文化意义。例如，浙江省兰溪市的诸葛八卦村，它于 1992 年被列为兰溪市

的“历史文化名村”，1996 年作为全国首个古村落整体保护的特例而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进而还被媒体评论成“中国十大古村”之一。应该说，村民们（自称诸葛孔明后裔）对自

己村落历史的珍视，他们从“自发”逐渐到“自觉”地保护自己古村落的实践，当然还有地方政

府的鼓励、重视和认定以及媒体的造势和渲染，这些都是促使该村落日渐著名，并最终被政府所

认定的原因。同在兰溪市的姚村，它虽然不及诸葛八卦村那么有名，也没有经过政府的认定程序，

外界似乎也并不怎么知道它，但在笔者看来，姚村依然可以说是一个古村落，因为姚村也在不同

程度上，符合或者接近于符合上述历史和文化价值之条件中的一部分；同时根据笔者的调查研究，

姚村还是一个充满了各种文字、符号和物态象征的民俗意义的世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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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历史文化名村（镇）”的界定，目前较多关注了其物化形态亦即有形的侧面，诸如建

筑群、纪念物、文物古迹等，可是对于古村镇或历史文化名村、名镇所负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亦即其文化景观、民风习惯、传统节庆仪式、表演艺术、口承文化等则较少关注[20]。古村镇在“修

旧如初（新）”等硬件方面的改造，大都是为了重新构筑比较符合中国文化理想的宜居空间；但

在“软件”方面，比起那些可以直接放进博物馆里的物质文化遗存来说，民俗文化、人文景观和

地方风情之类非物质文化的抢救、发掘和保护则要困难得多。2006 年 2 月 8 日，国务院发布了《关

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其中涉及“历史文化名村（镇）”的要求是，“在城镇化过程

中，要切实保护好历史文化环境，把保护优秀的乡土建筑等文化遗产作为城镇发展战略的重要内

容”。这里所谓的“历史文化环境”，多少内涵着“非物质文化”的一些因素，它大体上可以与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界定的“文化空间”（或译“文化场所”）相当，

也与学术界经常使用的“文化景观”、“历史风貌区”等概念较为相近。 

“文化景观”是人们有意无意地在自然景观之上叠加或浸润其中的人为创造的景观，它是由

多种复杂要素构成的综合性的整体，能够反映出古村镇基本的经济生业、文化和生活的状况。例

如，浙江省宁海县的前童古村，1998 年被评为浙江的省级旅游镇，1999 年成为省政府确认的“历

史文化保护区”，2001 年再次被浙江省确定为“历史文化名镇”，其作为古村镇的价值被认为是较

为完整地延续了古代生活的空间与场景[21]。类似前童古村那样，不少古村镇的文化价值，在相当

程度上都是由于它们以微缩或样本的形态，保存了中国乡土社会生活中具有整体性的空间意象、

文化景观、生活世界、宗族文化传承等[22]。在我国南方一些地方，民间向有“三里一路亭，五里

一茶亭”的良俗，那些点缀于青山、绿水和田园中、路径畔的路亭、茶亭，自然都是当地古村落

景观的重要方面。再比如，北方山西大寨一带的旱地梯田，还有西南哈尼族山区的稻作梯田等，

都是属于环绕村落周围的典型的“文化景观”。环绕古村镇的环境不仅是自然的生态环境，它同

时也早已是人为的自然，是在历史上形成的社会与人文环境，要想很好地保护古村镇，自然就应

同时保护好它周边的文化景观。强调保护“历史文化环境”，也就意味着对“历史文化名村（镇）”

及古村镇的保护，不仅应重视那些建筑群和文物古迹，还应重视环绕整个古村镇的环境、生态、

氛围和景观[23]。我国大多数古村镇的建筑、环境和景观几乎都已经被历史化和人文化了，同时它

们也大都进入了“聚落”进化史的“生命晚期”。对此类“文化景观”的保护分外重要，也格外

困难。城市的某些历史街区如此，绝大部分的古村镇也如此。在小城镇建设和古村镇保护的实践

中，孤立和具体的古建筑或物质遗存相对而言较易得到保护，而古村镇整体的风貌和“文化景观”

则很容易遭致破坏。如何保护好古村镇的文化景观和文化空间，是小城镇及“新农村建设运动”

中很容易被忽视的大问题。 

2006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村庄治理要突出

“乡村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保护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和古民宅”，把古村落保护也

纳入到“新农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江西省婺源县，保护古村落和“建设新农村”在某种

意义上是同一项工作的两个重要方面，截至目前，该县已有 12 个古村落被评为“中国民俗文化

村”，有 10 个古村落成为江西省“历史文化名村”，其中理坑还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

这些不仅是婺源县地方政府引以为自豪的成绩，也实实在在提高了地方的知名度和竞争力。然而，

长期以来，全国各地的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等，确实是大面积地出现了主动或被动拆除、改

变旧有风貌和向现代城镇迅速变迁的发展走向。老百姓渴望现代化的生活，不少地方的基层政府

和村镇干部擅长和习惯于“形象”、“政绩”工程，于是，把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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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仅仅简化为“村容整洁”，由此出现一味求

新、进一步大拆大建的倾向并非全无可能。对此，确实是有提高警惕的必要。 

除了那些物化的建筑和遗存，除了环绕古村镇的文化景观，古村镇居民的生活方式、在他们

中间传承的生活文化及其各种各样的民俗传统等，甚至可以说是古村镇的价值和魅力中更加应该

引起重视的内容。“新农村建设运动”不仅需要保护古村镇及其“文化景观”，某种程度上，还需

关照到古村镇里民俗文化的传承，这是因为民俗文化不仅是古村镇民众的生活方式，它同时也能

够在特定条件下成为古村镇乃至地方发展的源泉和基础。 

三、古村镇的日常生活与民俗主义 

笔者认为，当前对于古村镇的理解通常存在着两个基本不同的层面。一是前来参观和旅游的

“观光客”视野中的古村镇，另是直接生活于其中的古村镇居民们所体认和感受的古村镇。前者

对古村镇的感觉是好奇、怀旧，后者对于古村镇的感觉是亲切，但往往会熟视无睹，甚至很多时

候需要外部视野的刺激才可以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思。一般而言，前者对于古村镇有很多浪漫的误

读与想象，例如，把古村镇看作是“世外桃源”，或者是可以“诗意地栖居”的世界，他们羡慕

乡民们“全村同在画中居”或“桃花源里人家”的感觉；后者则是更加切实地知晓古村镇所面临

的种种现实的困扰和问题。显然，这里的差异不仅涉及到民居使用者与参观者在审美方面的矛盾，

实际上两者之间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区别。 

前已述及，古村镇以种种不同的路径在当代中国社会被“再发现”出来的意义，首先应该在

不可逆转的都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之下，亦即在包括古村镇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大格

局之中去理解。古村镇之被赋予的诸多价值和魅力，也必须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格局中才能够愈益

显得突出。在笔者看来，古村镇和观光客所由来的外部世界，多少处于两个极端，或是处于既冲

突对峙又相互补完的关系。这是因为在很多场合下，古村镇正是因为其（或被想象成的那种）“世

外桃源”式的生活方式的存续，才具备了“现代性”或某些“后现代性”。古村镇里较为缓慢的

日常节律和生活文化的逻辑与原理，常常被认为（或误解为）是完全不同于外部世界那压倒一切

并导致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原理。简单地说，古村镇是都市人的非日常空间，它被认为具备了来

自都市的游客们所愿意探访的非日常性。 

但我们必须指出，古村镇也是现当代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古村镇的“古”，主要是因为它被

认为承载着社区、地域、族群甚或国家的部分历史，或是因为它还较多地保存着村落或乡镇的历

史遗存与口碑记忆。即便是如此，古村镇不仅可以而且也应该同时就是现代村镇。虽然我们看到

有很多乡土建筑专家能够为古村镇及其建筑群罗列出为数众多的优点，可是，实际居住和生活在

古村镇里的居民却经常因为交通、采光、照明、卫生、隔音、隐私、社区服务等诸多方面的不便

而抱怨不已。古村镇的居民，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也非常渴望外部世界那样的都市型和现代化的

生活，这不仅涉及到物质的层面，自然还包括感性和精神的需求。不断传入的新观念和新的信息、

行为及生活方式，自然会逐渐地促使古村镇的面貌悄悄地发生改变，也会不断促使其地域或族群

的特色多少会出现淡化或被稀释的趋向。古村镇里居民的生活文化，从来都一直是处于变迁之中，

古村镇里的人们也有权利去追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发展他们自己的文化。 

有一种试图把居民生活连同古村镇一起同时“定格”在“过去”某一瞬间并予以“保护”的

观念，但看起来就像是缘木求鱼一样困难。显而易见，古村镇的保护，同样也会面临费孝通教授

曾经提出过的那个有关“人与文化”的关系问题[10]。就是说，古村镇的居民是很难连同那些建筑



 

周星：古村镇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再发现” 9

物一起被“保护”起来的，观光客和外来者大多希望古村镇及其居民维持一种旧时传统的生活文

化状态，以便在其中寄托自己怀旧之类的情感或心绪，那么，他们又该如何尊重当地居民的发展

意愿呢？这其间的紧张或不协同的关系确实时有发生。例如，前来周庄寻找“清静”的游客过多

地涌入，使得古镇变成了热闹的大市场，以致于有人不无讽刺地说，这里只有在清晨和傍晚游客

较少时才觉得像是一个古镇。在云南省丽江的大研镇，为了获得出租铺面房的利益和躲避游客的

骚扰，当地居民不断外迁，甚至使得古镇出现了“空壳化”和居民“大逃亡”的趋势[24]。再以拥

有了各种头衔（“历史文化保护区”、“十大历史文化名镇”、“全国文明镇”、“AAAA 级旅游风景

区”）并因此获益匪浅的浙江省西塘古镇为例，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认为是较好地保

存了传统的生活场景，但由于各种保护的规则对居民的实际生活有所干预和限制，却也引起了一

些人们的不满。类似这样的悖论现象，已经和正在全国各地发生着。 

在旅游开发的很多具体场景下，古村镇的居民往往需要为外来观光客提供供其“发现”或“探

险”的“文化菜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就会为应对外部的文化消费需求而不断地“再发现”

或重新解释自己的村镇历史传统。在古村镇的保护与开发过程当中，人们一方面津津乐道地叙说

它“原汁原味”，把它说成是“原生态”的，总是不厌其烦地美化古村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生活节律；可在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同时对古村镇进行大规模的硬件改造，以迎合居民现代生

活的追求和为游客提供多种便利。例如，在江浙各地，以保护古村镇风貌和改善居民生活品质为

目标的综合治理，诸如河川清淤、古桥维修、街巷的景观整治、门面刷新、改良上下水系统和公

厕、三电（电力、电信、有线电视）入地、路面交通改良等等，均程度不等地重塑了古村镇的风

貌，或优化了古村镇的功能和结构布局，其目的都是要让古村镇既适合于向游客开放和进行某些

民俗文化或地方风情的展示，同时也能够满足古村镇居民自身的现代化生活及其对发展的需求。

有的时候，甚至还不得不对观光区和生活区加以区隔，例如，在浙江“历史文化名镇”安昌，就

是把“街河”开辟为旅游观光区，以便和人们的生活、生产有所区隔。安昌古镇为了区别于周庄

等其他水乡古镇的开发模式，还特别建设了“师爷馆”，以进一步突出和强调地方文化的个性[25-26]。

不过，另辟新区的方法，固然可以使古村镇免遭城市新兴建筑浪潮的侵蚀，却又会割裂了居民们

的日常生活。因为当把本地的民俗风情等非物质文化也作为资源予以开发时，古村镇的居民们就

被赋予了对其随时进行现场演绎、“重现”和担负起表演角色的责任。当他们从新区回到古村镇

里向游客展示或解说其过往的“生活”时，正如任何一个旅游景点的工作人员去上班一样。而当

他们同时成为自己生活的展示者和表演者时，也就意味着他们原先自在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质

的变迁。 

无论是保护，还是开发，古村镇都首先是一个现代的人居社区，其次，才是游客可以进入的

景区。对此，如果本末倒置，反倒会带来破坏，从而背离它被“再发现”出来的初衷。特别是在

以经济效益为“铁则”的当代中国，直接把古村镇作为“文化资源”予以过度开发，就有可能导

致产生影响古村镇保护及其可持续发展的诸种危机。向外来游客展示古村镇风貌，现在已是大多

数古村镇的文化遗产之能够直接地成为经济发展资源的路径之一。近些年来，以地方经济、文化

开发为导向的古村镇旅游热，仅在江南就有广受民间和媒体追捧的所谓“十大水乡古镇”。眼下，

在乌镇、周庄、同里、西塘、诸葛八卦村、前童、安昌、理坑、杨柳青、暖泉村、党家村等为数

众多的古村镇，它们所寻求的发展之路大都是发展旅游业，但在把古村镇作为“旅游商品”营销

的时候，必须特别谨慎以避免市场经济这面双刃剑对古村镇的伤害。 

由于古村镇的价值和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部世界对它的定义、需求和期待，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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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似乎就应该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成为一个在外部的人们看来是非日常的生活世界；而当它

无法保持或具备那种非日常性之时，它的社区居民就得学会以表演的方式展示那样的生活方式。

正是在此类文化展示之中，必然地就会出现各种“民俗主义”的动向，进而其居民们的日常生活、

文化观念甚至社会结构，也就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革[27]。这里所谓的“民俗主义”，主要是指传

统民俗文化或其要素在现当代社会里得以存续的方式或状态。那些被认定为传统民俗的要素，可

以在脱离原先“语境”（例如既定的时间和空间）与“脉络”（例如特定的仪式和节祭等）之后，

而被人为地任意组合或“嫁接”进现当代日常生活的各种场景之中[28]。就像在餐厅里安放一座石

磨，在宾馆大堂设置一架水车，在传统节日里添加新的意涵（如把七夕解释成中国的情人节），

在时装秀上演示乡土的粗布，在城里的闹市开一家土菜馆，或是在水乡小镇开一家怀念民国时光

的咖啡屋等等，在诸如此类的组合中，所有那些传统的民俗要素均被认为传递了某些意义，并由

此酿就了某种乡土、乡愁或怀旧的氛围，但它们无一例外地同时又都是现代或后现代生活的要素。 

民俗主义的手法或状态，在人们将民俗文化或地方风情作为表演节目或展示的对象时，总是

会有颇为活跃和突出的表现，当其分寸恰到好处，当它被受众乐于接受时，就会被赞美为古朴而

典雅或是传统田园牧歌与现代社会时尚的结合等，但当它们过犹不及，就会被指责为胡编乱造，

是人为拼凑的“伪民俗”和“假景观”。民俗主义的上述两个面向，反映在古村镇的保护与开发

当中，既可能是保护与建设性的发展，也有可能是破坏或不可挽回的损失，而最终的一切均取决

于古村镇居民在其日常生活中的实践、选择以及他们是如何与外来“他者”进行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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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scovery of Ancient Bourg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ZHOU 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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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public attention to ancient bourgs in contemporary China has been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glob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rediscovery 

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of the ancient bourgs have been analyzed. The urbanites’ sentimental 

attachment to rural China, which means that, to some extent, modern China has returned to pursue its 

traditions and to reassure its cultural hometowns, has been reflected in the fever of ancient bourgs and its 

relative social and cultural tendencies. In addition, some problems the ancient bourgs face in the process of 

the New Construction Campaign in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have been reflected on. 

Meanwhile, some potential changes and their mechanisms of ancient bourgs in contemporary China have 

been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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